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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日本防衛政策的變遷，及其對台灣安全的戰略意涵。為此，本文從現實主義的途徑，主要是同盟理論與威脅平衡理論的觀點，探討戰後日本防衛政策及其與台灣安全的關聯性。在冷戰期間，以日美安保體制為核心的日本防衛政策，透過日美安保條約的遠東條款與台灣安全相聯結。在後冷戰時期，日本依然透過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所揭櫫的「周邊事態」，保持與臺灣安全的關聯性；而安倍晉三內閣為行使部分集體自衛權所提出的「存立危機事態」，以及將「周邊事態」擴大為「重要影響事態」，對於台灣安全具有正面意涵。
關鍵詞:日美安保體制、遠東條款、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集體自衛權、存立危機事態
1、 前言
    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為保護自身的生存與獨立，除了採取強化國防力量之外，還有另外兩種選項，亦即:在維持基本主權獨立情形下，國家會採取「扈從」(bandwagoning)於強者、或者是追求「平衡」(balancing)的同盟戰略。所謂「平衡」，係指國家為抵銷對手國的優勢或潛在優勢，採取與其他國家結盟的手段，以維持對本身有利的權力平衡。例如，美國為抵銷中蘇同盟所構成的威脅，分別與日本、南韓、以及台灣等中小型國家締結同盟，以維持有利於美國在東亞區域之優勢。同樣地，在後冷戰時代，美國透過日美安保「再定義」，強化與日本之防衛合作，亦是「平衡」權力與威脅的手段。

    另一方面，所謂「扈從」，係指相對弱小國家基於獲得利益或者是擴大勢力之動機，可能會採取與強權國家締結同盟，前述台日韓等國與美國結盟措施，即是屬於這種正向的扈從戰略。其次，他們也可能因為感受到威脅，而企圖透過與強權國家結盟以「平衡」其威脅。例如，後冷戰時代，日本持續與美國維持日美安保體制之動機，除了「平衡」來自中共崛起之潛在威脅外，亦包含著利用美國以正當化其介入牽涉到日本安全的東亞區域安全事務之思考，其中包括被部分日本人視為關係到日本海洋運輸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OLCs)防衛的台海安全。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由於中共在經濟與軍事兩方面的快速崛起，以及支撐東亞區域平衡的美國相對國力衰退，導致東亞區域權力結構逐漸產生變化，區域權力平衡逐漸往中共傾斜，也讓探討大國興替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 Theory)理論，再度成為國際政治學界的顯學。而面對中共積極擴大軍備的軍事崛起，日本與台灣應該是受到最大軍事壓力的周邊國家。本文主要焦點在於探討日本防衛政策的變遷，及其對台灣安全的戰略意涵。為此，本文從現實主義的途徑，主要是同盟理論(Alliance Theory)與威脅平衡理論(Balance of Threat Theory)的觀點，探討戰後日本防衛政策及其與台灣安全的關聯性。
2、 美國「軸輻」同盟體制下的日本與台灣
    韓戰爆發後，日本吉田茂政府在盟軍總部(GHQ)麥克阿瑟將軍指令下，日本政府於1950年7月8日，成立編制7萬5千名員額的警察預備隊，並且設置海上保安廳，為戰後日本重整軍備踏出第一步。1952年8月1日，日本政府成立保安廳，將警察預備隊納編、改稱為保安隊，並且另外設置海上警備隊。1954年7月1日，取代保安廳的防衛廳成立，下轄由保安隊與海上警備隊改編而成的陸海空三個自衛隊，完成戰後日本重整軍備的第一階段任務。
(1) 遠東條款與「事前協議」制度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於1947年3月12日，向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提出援助希臘與土耳其、日後被稱「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的國情咨文，為長達四十餘年的美蘇兩極冷戰揭開序幕。1948年6月爆發的柏林危機，導致美蘇冷戰趨於嚴重對立。在美蘇嚴峻對立下，美國主導的日本佔領政策即迅速由「非軍事化」，轉變為將日本打造為在東亞地區「圍堵」(containment)共產勢力擴張洲的反共堡壘、美軍的「前沿作戰基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在對日政策轉變過程中，韓戰的爆發正當化讓日本重整軍備的政策轉變。
    在此構想下，美國除了於1951年主導包括日本在內共49國簽署的《對日和平條約》(通稱:舊金山和約)外，也陸續締結《美菲相互援助條約》、《日美安保條約》(舊條約)，以及與澳洲、紐西蘭三邊的《太平洋安全條約》或稱為《美澳紐安全條約》(ANZUS)。其後，美國更與韓國(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53年)、中華民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4年)締結雙邊同盟條約，並且糾集英國、法國等東南亞舊殖民地宗主國與泰國、菲律賓等國成立8國組成的《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 1954年)，構成以美國為核心、在東亞地區圍堵共產勢力的「軸輻」(hub and spokes) 同盟體制。美國即依據同盟條約，在各個同盟國境內取得軍事基地，展開其因應來自蘇聯與中共挑戰的「前沿部署戰力」(Forward Deployed Forces)。
    在此軸輻同盟體制中，日美安保條約扮演最重要角色，乃是毋庸置疑。在美國強力要求下，舊安保條約第一條規定，駐日美軍除了使用在防衛日本之外，也可以使用於遠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之維護，此即所謂的「遠東條款」。當時雖未明確指出遠東所涵蓋的地理範圍，但是依照常識判斷，台灣在地理位置上，當然是屬於遠東地區。因此，在日美安保條約於1952年4月28日生效起，日本防衛即與台灣安全相連結，特別是美國在1954年12月與台灣締結防禦條約之後，其連結度更加緊密。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五條規定，美國負有協助防衛台灣與澎湖義務，因而與日美安保條約形成連帶關係。日本自衛隊於1954年成立後，自衛隊任務雖然局限於防衛日本領土、領海、領空，不參與無涉日本安全、美軍在遠東地區的作戰任務。
不過，發生在1954-55年與1958年的兩次台海危機，美國用以嚇阻危機升高的武力展示，即是來自駐屯日本橫須賀海軍基地的美軍第七艦隊。
    但是，由於美國調動駐日美軍協防台灣，日本擔心可能被美國捲入無涉日本安全的衝突事件，導致日本陷入「同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中的「捲入困境」(Entrapment Dilemma)。
日本為消除此一困境，在對美提出重新修訂新安保條約時，即要求建構「事前協議」機制。日美雙方於1960年1月簽署新《日美安保條約》時，雖然保留「遠東條款」，在第六條規定：「為有助於遠東地區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護，美國被允許使用其陸海空軍在日本國之設施與區域」，但是卻以換文的方式，針對第六條做出限制規定，要求以下事項必須由日美雙方進行「事前協議」
:
第1， 駐日美軍在日本國內的部署有重要變更；

第2， 駐日美軍裝備有重要變更；

第3， 將日本國內設施與區域作為駐日美軍出擊行動的基地。

    在眾議院安保特別委員會審議新日美安保條約期間，日本岸信介內閣於1960年2月26日，針對遠東的地理範圍提出以下之政府統一見解:

    一般使用的「遠東」用語，在地理學上並無確定的正確範圍。但是，如同條約上所言，日美兩國擁有共同關心的是，維持遠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在此意涵上…(略)…這個地區大概是位於菲律賓以北以及日本周邊地區，這也包括韓國與中華民國支配下的地區。
(2) 冷戰期間日本的威脅認知
    毋庸置疑，美蘇冷戰對日美安保體制的成立，具有莫大的影響力。而韓戰的爆發，以及隨後中共的介入，則是促成日美安保條約締結的直接誘因。由於當時日本處於美國占領下，不得不追隨美國圍堵蘇聯的外交與防衛戰略。但是，當時的首相吉田茂卻認為，蘇聯對外擴張的舉動，乃源自於過度防衛的心態，其對蘇聯威脅的認知與美國有所差異。以史帝芬沃特(Stephen M. Walt)所提出檢驗威脅的四項指標──「總體國力」(aggregate power)、「地理的鄰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攻擊力量(offensive power)、「侵略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 ──
來判斷，蘇聯確實構成日本的威脅。不過，除了1980年代美蘇新冷戰時期之外，蘇聯直接對日本發動軍事進攻的可能性不大，卻是日本政治菁英與防衛社群的主流意見。

    其次，日本對中共的威脅認知，又是如何? 以沃特檢驗威脅的四項指標來判斷，中共構成日本威脅的程度低。事實上，在舊金山和約簽署後，日中雙方即透過逐漸增加的民間經濟與文化交流，企圖以堆積木方式改善雙邊關係。朝鮮半島於1953年7月簽署停戰協定後，印度支那半島也在翌年7月達成停戰，讓遠東地區情勢趨於緩和，但也同時讓受惠於韓戰特需的日本經濟開始陷入緊縮狀態。在此狀態下，美國不再堅持要求日本必須將自衛隊重新整建具有10個師團、32~35萬兵力的規模，並開始接納吉田茂內閣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重經濟、輕軍備」路線。在重視經濟發展的思維下，吉田內閣企圖以政經分離方式，發展與中共的民間經貿關係，在1952年到1958年間，雙方民間貿易團體共簽訂四次貿易協定，其中第四次協定還約定雙方將互設貿易代表處。
誠如吉田茂所言，不管中國大陸是紅色還是綠色，它是一個龐大市場。因此，除了1950年代美國兩次介入台海危機、憂慮被捲入與中共的戰爭之外，在日中雙方於1972年9月建交前的冷戰期間，日本感受到來自中共威脅的可能性低。
    此外，從北韓入侵南韓引爆韓戰的經驗教訓來看，北韓企圖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軍事冒進，才是日本的主要威脅。如同前述，韓戰是促成日本與美國締結安保條約的直接誘因，而日美安保條約也是牽制亞洲共產勢力對外擴張、特別是防範第二次韓戰爆發的嚇阻機制之一。在相關各方於1953年7月簽署韓戰停戰協定下，朝鮮半島雖然已結束軍事戰鬥，但是，相關各方並未締結和平條約，北韓迄今依然處於臨戰體制下。雖然北韓直接入侵日本的可能性極微，但是，一旦北韓再度在朝鮮半島掀起戰端，而美國啟動「遠東條款」介入，日本勢必成為北韓軍事攻擊的目標。因此，對日本而言，北韓威脅大於中共威脅。
3、 日美安保體制下的日本防衛政策與台灣
    誠如前述，於1960年1月19日締結的新安保條約，將舊條約的「遠東條款」寫入第六條，持續維持著日美安保體制與遠東安全情勢、特別是與台灣安全的聯繫關係，日本可以透過「遠東條款」對介入台海兩岸衝突的美軍進行後勤支援。在1964年接替池田勇人組閣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將要求美國歸還沖繩視為其施政重點政策，並且為消彌美國歸還沖繩後對遠東地區、特別是韓國與台灣的安全防衛之不安，於1969年11月訪問美國時，與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發表共同聲明，宣稱:日本首相表明，「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之維持，對日本安全而言，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此一日美外交文書，係日本政府首度將台海安全與日本防衛相連結之政治承諾。不過，進入1970年代後，由於尼克森訪問北京所帶動東亞權力板塊的變化，主要是美國相對國力的下降、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共結合美日兩國以制衡蘇聯威脅的合縱連橫，導致日本在日美安保體制下的防衛政策面臨轉折點。
(1) 曇花一現的自主防衛

    於1969年1月入主白宮之尼克森，鑒於越戰所導致的沉重財政負擔，以及中蘇對立日趨嚴重之亞洲新情勢，提出新亞洲政策「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尋求與中共和解。同時，尼克森亦向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同盟國家宣示，今後美國除了持續提供核子傘保護外，將不再直接派軍介入區域戰爭，希望各國強化自我防衛戰力。其中，美國期待日本應該亞洲的和平發展上擔負起更多的責任。
面對美國的政策改變，再加上要求美國歸還沖繩，佐藤提倡日本應該提高自主防衛意識，引發自民黨內部與財界對自主防衛的熱烈討論。當時的防衛廳長官有田喜一表示，在日本防衛上，向來是美軍為主、自衛隊為從，但是，「既然要自己的國家自己守，就必須主客易位，這才是自主防衛」，因而指示防衛廳、自衛隊要依據自主防衛原則編列兵力整建計畫，並強調要增強海空防衛力、裝備現代化與國產化。

    佐藤為推動日本自主防衛，於1970年1月任命中曾根康弘出任防衛廳長官。中曾根就任防衛廳長官後強調，只有在能夠自主防衛後，才有可能進行「自主外交」，並且公開宣稱:舊安保條約是為提供美軍基地而締結的協定，為了讓新安保體制有所進展，日本自身就必須要擁有固有的、基於日本本位的防衛戰略，塑造與美國分擔調整功能的形式。幸運的是，現在美國處於退潮期，而日本則處於滿潮。
中曾根的自主防衛構想，是在面對尼克森主義、歸還沖繩堤上日程、國際環境開始出現多極化變化之際，日本如何賦予防衛力的新意涵與整合性之嘗試，其主要訴求在於修改《國防基本方針》、駐日美軍基地由日美共同使用、以及擬定《第4次防衛力整備計畫》(1972~1976年)。由於中曾根構想遭致國內外質疑企圖積極增強軍備、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並有可能要重新檢討日美安保條約的修改，因而導致中曾根任內擬定的《第4次防衛力整備計畫》方案遭到廢棄，其自主防衛構想也如同曇花一現地消失。
因此，日本防衛政策再度回到重視日美安保體制路線。
(2) 「基礎防衛力構想」與《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1972年7月組閣、積極推動與中共建交的田中角榮首相，為消弭中共對日本防衛力量之不安，指示防衛廳將日本在和平時期防衛力設定上限。在防衛廳防衛局長久保卓也主導下，防衛廳於1973年2月向國會提出「和平時期防衛力」報告，表明日本應該依據「基礎防衛力構想」(基盤的防衛力構想)，建構足以對處「限定且小規模侵略」的防衛戰力，並強調防衛力的意義在於嚇阻(deter)對日本的侵略，為此，應該重視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以及後勤支援體制的整備，而其所需預算壓縮在國民生產毛額(GNP)1%範圍內。1976年10月，三木武夫內閣會議決議通過的《防衛計畫大綱》，雖然未使用「基礎防衛力構想」字眼，但是，時任防衛廳事務次官久保卓也的構想幾乎全面反映在大綱內。久保將防衛力視為嚇阻力(deterrence)，強調:防衛力「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必須具備適切的規模與內容」。因為，太小，將會誘發他國侵略；太太，則又「造成他國不安與懸念，可能成為衍生亞洲新緊張的因素」。

    另一方面，自尼克森主義發表後，發生「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西貢淪陷、美國有意從南韓撤軍等一連串事件，讓日本政治菁英開始感受到在有事之際可能遭到美國「拋棄」(abandonment)的同盟困境。1975年8月，日美兩國舉行高峰會談與防衛首腦會談，為有效運用日美安保體制，雙方決定設置防衛合作機構。翌年7月召開的外交與國防部長聯席會議「美日安保協議委員會」(Japan-U.S.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泛稱「2+2 會議」）決定設置由日本防衛廳防衛局長與自衛隊統合幕僚會議秘書長、美國駐日公使與駐日美軍參謀長所組成的「日美防衛合作小委員會」(Japan-U.S Subcommittee for Defense Cooperation)以進行協商與研究。該小委員會歷經8次協商後，於1978年11月制定第一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指針由三個部分所組成，前兩部分規範嚇阻侵略的態勢以及共同對應武力攻擊(日本有事)的日美分工態勢，第三部分則是規範遠東有事之際的防衛合作。指針公布施行後，日美雙方針對前兩部分曾進行共同作戰計畫案擬定、海洋運輸線防衛、防衛裝備與設施的相互可運用性(interoperability)等研究。但是，受限於憲法第九條以及國內共識不足，日方對於第三部分遠東有事的研究，卻始終態度消極。

    在日美兩國相繼與中共建交後，原先透過《日美安保條約》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所連結協防台灣的戰略平台，雖然因為美國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而受到影響，但是，由於美國國會制定旨在「有助於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全及穩定」
的《台灣關係法》，以國內法形式取代條約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並未太大改變美國與日本透過「遠東條款」與台灣安全的聯結關係。
　
4、 日美同盟「再定義」與「周邊事態」:第三次台海危機
    後冷戰時期，由於美國老布希(George H. W. Bush) 政府著手分階段裁減東亞駐軍，引發美國可能降低對東亞區域安全承諾的疑慮。另一方面，由於失去共同威脅蘇聯，日美安保體制是否有繼續存在必要受到質疑，因而讓同盟關係出現漂流現象。1994年8月，「防衛問題懇談會」向日本首相提出《日本安全保障與防衛力應有狀態》(泛稱:樋口報告)研究報告指出，由於東亞地區還存在著台海兩岸問題、相關國家間的島嶼主權紛爭，具有軍事衝突的潛在危險，為因應此一不穩定因素，今後日本防衛政策，除了本身必須擁有高效率防衛戰力之外，首先應該促進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發展，其次是充實日美安保關係機制。
「樋口報告」將日美安保體制置於最後選項，即不難看出同盟漂流現象。但是，這份報告敲響警鐘，促成「奈伊報告」之提出，而「奈伊報告」又促成日美安保「再定義」作業的啟動。

    1995年2月，在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奈伊（Joseph S. Nye Jr.）主導下，五角大廈提出《美國在東東亞平洋地區安全戰略》(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報告（泛稱:奈伊報告），報告表明，美國將繼續在東亞地區維持10萬名駐軍，並強調日美同盟體制是美國東亞戰略基礎，期待日本對東亞區域以及世界安全做出進一步的貢獻。同年11月，日本制定新版防衛計畫大綱，表明為提昇日美安保體制信賴性，日美雙方應該充實情報交換與政策協議等各種強化同盟合作措施，對「奈伊報告」作出回應。同時，新防衛計畫大綱表明，日本周邊地區存在著大規模軍事力量，其中有些國家以經濟發展為後盾擴大軍備，有可能出現影響日本安全的重大事態，暗示對中共擴增軍力的關注。此外，最值得關注的是，新防衛計畫大綱提出「周邊事態」的新概念，是戰後日本防衛的劃時代創舉，為日美安保「再定義」埋下伏筆，
也是制定1997年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過程的第一步。
1996年3月，中共為報復美國允許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赴美訪問，繼1995年夏季對台灣實施文攻武嚇之後，於1996年3月實施針對性極強的飛彈試射，企圖影響台灣總統選舉，因而引發第三次台海危機。對此，當時的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國會表達「強烈關切」之意，並指示相關省廳做好支援美國的準備，以及維護日本海洋運輸線安全。橋本內閣的反應，說明台海安全與日本海洋運輸線安全的連結關係。其次，美國出動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馳赴台灣周邊海域以嚇阻中共，其中一艘即是以日本橫須賀基地為母港的「獨立號」，也說明日本在台海安全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1996年4月17日，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訪問東京，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發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為兩國重新定義後冷戰時代同盟關係拉開序幕。日美首腦在宣言中表明：

第1， 日美安保體制是維持21世紀東亞地區穩定與繁榮之基礎，而美國維持在該地區之軍事力量，則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第2， 為強化兩國的信賴與合作關係，將修訂第一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充實軍事裝備面與技術面交流、以及合作進行彈道飛彈防禦研究等；

第3， 中共扮演建設性的角色對東亞地區穩定與繁榮極為重要，美日兩國有意深化與中共之合作。

    其中，第一項內涵，是將冷戰期間對抗蘇聯威脅之美日安保體制，重新詮釋為後冷戰時代維持東亞地區穩定與和平的國際「公共財」，而第二項則是確保此「公共財」有效運作之配套措施。至於第三項，顯然是為消除中共對美日安保「再定義」之疑慮。

　　根據首腦共同宣言，日美兩國實務層級歷經年餘交涉協商後，於1997年9月23日在紐約召開「2+2會議」後，公布第二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該指針將日美防衛合作區分為「平時」、「日本遭到武力攻擊時」（日本有事）、「日本周邊出現對日本和平與安全構成重大影響事態時」（周辺事態）等三項。將日本防衛與「周邊事態」相連結之措施，乃是新指針的重要特徵。根據新指針的定義，周辺事態係指「對日本和平與安全造成重要影響的事態。周邊事態的概念，並非著眼於地理範圍，而是取決於事態的性質」。

    在1997年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出爐前夕，日本國內出現台灣海峽是否包括在新指針適用範圍內之爭議，加深中共戒心。1997年8月17日，橋本內閣官房長官梶山靜六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新指針適用範圍不應限於特定區域，但是「在理論上，台灣海峽是包括在內的」。
其次，日本外務省官員田中均在接受中共外交部亞洲局長王毅之詢問時答稱:台海紛爭「是否包括在內，完全取決於你們的決定。中國對台灣發動戰爭，被認定為影響日本安全之重要事態，是很自然的事。當我們做此判斷時，是不可能不採取行動，當然，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也會啟動」。
日本為確保新指針之有效運作，於1999年5月完成《周邊事態安全確保法》、《自衛隊法修正案》、《日美物品勞務相互合作協定修正案》（ACSA）等關聯法案之立法或修正，規範美軍介入日本周邊事態時，自衛隊所應擔負之後勤支援範圍。誠如大陸清華大學教授劉江永所言，日美制定新指針，以建構《台灣關係法》與日美同盟間的戰略性連結，做為介入台海問題的平台。

5、 協助美國反恐戰爭以建構「世界中的日美同盟」
當國際恐怖組織「基地」（Al Qaeda）於2001年9月11日，對美國發動史無前例的恐怖攻擊後，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召開記者會表示，此一恐怖攻擊，「不只是對美國，也是對民主主義社會之重大挑戰」。小泉強調，日本將會恪遵憲法不以武力解決紛爭之規定，在不涉及武力行使之情況下，對英美等國反恐部隊進行後勤支援。
在美國於10月8日，對支援與庇護「基地」組織之阿富汗神學士政權展開軍事行動後，日本國會以史無前例的快速度，於同月29日通過《反恐對策特別措置法》。其次，當美國於2003年3月20日，以反恐戰爭為由對伊拉克展開軍事攻擊後，日本也依據《反恐對策特別措置法》規定，對美軍等「有志連合」多國部隊提供後勤支援。
事實上，在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攻擊前，日本政府即已構思透過支持美國之伊拉克政策以強化同盟關係，爭取美國在北韓問題上支持日本。而為了爭取民意支持此項政策，日本政府刻意地將北韓威脅與伊拉克問題掛勾，以「阻止開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正當化日本支持美國對伊拉克戰爭。

不過，嚇阻北韓開發核武之威脅，並非日本支持美國反恐戰爭的唯一動機。透過強化日美同盟關係，增加日本參與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以擴大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才是小泉內閣積極支持美國反恐戰爭的最重要動機。2003年5月22-23日，小泉赴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在德州私人農場作客，並舉行日美高峰會談。在會談結束後的共同記者會上，小泉與小布希共同確認，現階段的日美同盟關係，是要在世界各種重要問題上與其他國家進行協調與合作，一種真正的全球規模的「世界中的日美同盟」，雙方一致同意要強化此一同盟關係。
7月26日，在小泉強勢主導以及在野黨提出內閣不信任案之激烈抗爭下，日本國會通過《伊拉克復興支援特別措置法》，賦予派遣自衛隊赴伊拉克協助戰後重建之依據。
總而言之，小泉把派遣自衛隊赴伊拉克之措施，當作是塑造日美同盟全球化特徵之一項手段。

在此同時，日美兩國外交與國防部門也積極進行協議，共同研擬、規劃強化日美同盟的路線圖(roadmap)，落實「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之合作關係。歷經近三年協議後，日美「2+2會議」於2005年2月19日，在華府召開會議後發表共同文書。該文書開宗明義地表明，日美兩國將共同處理今後世界所直接面對的問題，雙方認為以美日安保體制為核心的同盟關係，在確保兩國之安全與繁榮、提高區域與世界之和平上，將持續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雙方並且確認要擴大此一合作關係。而最重要的是，雙方確認兩國在區域規模與世界規模的共同戰略目標，並決定為了依據此等目標以調整政策，以及因應安全環境變化而變更目標，兩國將定期舉行協議。其中，共同文書將「透過對話和平解決臺海問題」、要求中共「提高軍事領域之透明度」等項目，列為日美同盟在東亞區域的共同戰略目標。
將台海問題首度寫入日美「2+2會議」文書之時間點，正值台海兩岸關係因陳水扁政府推動「法理臺獨」、中共當局制訂針對台獨的《反國家分裂法》而陷入緊張狀態下，其意涵格外引人注目。其後，日美「2+2會議」於2011年6月所發表的共同文書，依然將兩岸問題列入更新過後的共同戰略目標之一，表明:「歡迎兩岸關係改善的進展，將敦促透過對話以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2006年6月29日，小泉在卸任前夕赴美進行國是訪問，與小布希所發表題為《新世紀日美同盟》共同聲明，將「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一詞寫入，強調日美兩國關係是在21世紀全球範圍內進行合作的新同盟，並且表明完全而迅速地實施兩國在有關駐日美軍與日本自衛隊各自的角色扮演、任務與能力之分擔、駐日美軍基地重整等議題上之合意，不但是對美日兩國本身，也是對東亞區域和平與穩定所必要之措施。
此處所指之「合意」，係指「2+2會議」分別在2005年10月、2006年5月所發表《日美同盟:未來的變革與重整》、《重新編組美日路線圖》的共同文書，這兩項文書規範今後美日雙方將如何進行彼此各自的角色扮演、任務分工與合作，以及駐日美軍重整工作。其中，前項文書確認雙方於1997年所制訂的「美日防衛協力新指針」中所提示的周邊區域內之合作體制，同時也將「世界中的日美同盟」在全球規模之合作，視為同盟之角色扮演。

6、 解除部分集體自衛權行使限制:存立危機事態
    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晉三領導自民黨贏得眾議院選舉，組成安倍第二次內閣。在就任記者會上，安倍將其內閣定位為「危機突破內閣」，強調將帶領日本國民突破威脅日本未來的四大危機。其中之一，即是持續對日本領土、領空、領海或者是主權進行挑釁的「外交安保危機」。
安倍雖未指明中共是危機來源，但已是不言可喻。為此，安倍以強化日美同盟嚇阻力、分攤同盟責任(burden sharing)為名，積極強化日本自衛隊戰力的同時，逐漸鋪陳自主性防衛體制。
    2014年7月1日，安倍晉三召開臨時內閣會議，通過變更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之決議，提出日本將在下列情況下行使集體自衛權:「與日本關係密切國家受到武力攻擊，將導致日本生存受到威脅，日本國民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有從根本上被顛覆的明確危險，在欠缺其他適當手段加以排除時，可以行使必要最小限度武力，以協助該國進行防衛」。其後，安倍內閣即責成由防衛大臣擔任委員長的「安全保障法制整備檢討委員會」，開始著手檢討、草擬行使部分集體自衛權的配套法案，以建構「無縫接軌」(切れ目のない)的日本防衛政策。2015年4月27日，日美「2+2會議」公布第三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表明雙方「將持續擴大在各個領域的雙邊合作，透過無縫接軌、強力、靈活且具有實效的同盟對應，以強化兌現承諾能力」。為確保從平時到緊急時所有階段的無縫接軌對應，日美兩國政府將設置擴及政府整體的同盟內協調機制。
新指針顯然是針對日本將解除部分集體自衛權行使限制的新情勢，意圖建構日美同盟間的無縫接軌防衛合作態勢。
    2015年5月14日，安倍內閣會議做成決議，將草擬完成的《和平安全法制》法案，包括涵蓋《自衛隊法》等10項法律修正之《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以及1項新立法《國際和平支援法》，送請眾議院審議(如表1)。法案在參眾兩院審議期間，支持與反對的朝野黨派嚴重對立，也引發民間團體聚眾集會或遊行示威的抗議聲浪。不過，在安倍內閣強力推動下，該法案在9月19日完成立法，並且在2016年3月生效實施，為戰後日本防衛政策開啟新的一頁。《和平安全法制》法案的目的有二:其一，在於為配合內閣決議變更解除部分集體自衛權行使限制的配套修法措施---《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其二，是制定日本派遣自衛隊參與國際維持和平活動的常態法---《國際和平支援法》，並且擴大其活動範圍與放寬武器使用限制。《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的核心，在於提出「存立危機事態」新概念，授權日本政府得派遣自衛隊協助防禦遭受武力攻擊、與日本具有「唇亡齒寒」關係的他國之法律依據。毋庸置疑，台灣是否列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協防的對象，乃是極為敏感以及需要高度政治判斷的困難決策問題。但是，從台灣位於日本海洋運輸線周邊的地緣戰略價值，以及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安全的承諾來思考，固然美國是現階段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唯一協防對象，由於受到日美同盟強化防衛合作的波及效果，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肯定是有助於強化日本防衛與台灣安全的聯結性。
表1:《和平安全法制》法案

	新立法
	國際和平支援法
	出現「國際和平共同對處事態」時，派遣自衛隊參與非聯合國型態的國際維和活動

	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包括十項法律之修改)
	自衛隊法
	新增對應「存立危機事態」，赴海外撤僑或防衛美軍等集體自衛權行使

	
	國際和平協力法
	擴大聯合國PKO任務範圍(安全確保、緊急協助防衛)，以及執行任務時行使武器之權限

	
	武力攻撃事態法
	新增對應「存立危機事態」之集體自衛權行使規定

	
	周邊事態安全確保法
	更名為《重要影響事態安全確保法》，新增對應「重要影響事態」時與外國軍隊之合作強化

	
	美軍等行動關聯措置法
	新增對應「存立危機事態」時，增加對美軍以外軍隊之援助

	
	船舶檢查活動法
	將對應「周邊事態」，改為對應「重要影響事態」，並新增對應「國際和平共同對處事態」

	
	特定公共設施利用法
	新增對應「武力攻撃事態」時，提供美軍以外軍隊之使用規定

	
	海上輸送規制法
	新增對應「存立危機事態」時亦可適用，實施海域增加為獲得許可之外國領海以及公海之規定，

	
	俘虜處遇法
	新增對應「存立危機事態」時之俘虜處理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
	新增審議事項


資料來源:内閣官房、内閣府、外務省、防衛省，「「平和安全法制」の概要:我が国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及び安全のための切れ目のない体制の整備」，《内閣官房》，http://www.cas.go.jp/jp/gaiyou/jimu/pdf/gaiyou-heiwaanzenhousei.pdf。

7、 結語
    戰後日本在「吉田路線」主導下，透過與美國簽訂以「基地換取保護」的1951年舊安保條約，將日本防衛的主要任務託付給美國，並且透過「遠東條款」、台美防禦條約，與台灣安全形成聯結關係。美國派遣駐防日本橫須賀基地的海軍第七艦隊介入1950年代兩次台海危機，即是一個明證。不過，由於日本擔心因為「遠東條款」而被美國捲入無涉日本利益的戰爭，因而在簽署第二版日美安保條約時，即新設「事前協議」制度，以保障日本決定是否協助介入的主動權。1970年代以降，由於受到尼克森主義的影響，日本由過去擔心被美國捲入的困境，轉變為擔心被美國拋棄的困境，才會最終促成《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制定，透過增加日本自衛隊在日美安保體制下的角色扮演與任務分工，以保障日美安保體制的運作順暢。在此階段，也由於中共企圖拉攏每日以抗衡蘇聯，連帶地讓兩岸武裝衝突的機率大為降低。
    後冷戰時期，日美同盟雖然曾經出現短暫漂流現象，由於朝鮮半島的核武開發危機、第三次台海危機的陸續出現，以及中共在經濟上與軍事上的持續崛起所引發東亞權力結構的變動，最終讓日美同盟進行「再定義」以圖同盟變革與轉型，也連帶影響日本防衛政策的走向。其中，日本防衛政策的最大變動，莫過於先後提出暗示或明示包含台灣在內的「周邊事態」(重要影響事態)概念，以及得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立危機事態」，增強日本在周邊東亞地區安全議題上、在日美同盟架構上的角色扮演。其次，日本利用支援美國反恐戰爭的機會，積極建構不侷限於東亞地區的世界性日美同盟架構，以擴大日本在全球規模議題、特別是安全議題上的發言權，並且支撐相對國力持續下降中的美國確保區域優勢。本文認為，持續演進中的日本防衛政策，依然與台灣安全有緊密的連結關係，對於台灣安全具有正面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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